船政文化（二） 创 建
这是公元1866年的冬天，船政工程马上就要动工了。但是，此刻的左宗棠没有丝毫放松。相反地，他时常感觉到迷茫和不安。虽然得到了清廷的同意批复，但是福建船政在筹建前，中国近代的船舶工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该怎样开始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呢？

在当时，关于如何发展中国近代船舶工业，洋务派中有人提出购买外国轮船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首先解决新式轮船的有无问题。这一点左宗棠并不认可，他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购买轮船存在受到外国支配的弊端，而只有自己建造轮船才可以打破外国垄断的壁垒。那么，该如何迈出自建轮船的脚步呢？

2012年年底，热心收集船政老照片的法国友人魏延年，给马尾送来了几张珍贵的老照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给马尾送来老照片。这些照片是船政创办期间由外国摄影师所拍摄，尘封百年后，这些珍贵的记忆终于再现于世人面前。
这张照片拍摄于1869年前后。照片中的45名洋人是当时船政所聘请的洋员 、洋匠。船政时期，洋员指的是外国管理者和教师，洋匠则是在生产现场的技术工人。这些洋人为何来到马尾船政工作？
照片中前排就座者右数第5人名叫日意格，这些洋员、洋匠的到来，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船政的发展史上，日意格绝对是一名响当当的人物。船政时期，日意格被称为洋监督。

采访赵君尧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日意格是法国人，幼年的时候家庭比较贫寒，但是非常勤奋学习，非常爱好造船和航海。他在英法发动鸦片战争之际来到中国，他作为法国年轻的军官来到中国，0645他跟左宗棠成为好朋友，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船厂。
在当时，同为船政洋监督的还有法国人德克碑。根据对船政所作的贡献，清廷将日意格任命为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左宗棠造船奏折得到清政府批准后，便与日意格、德克碑着手筹备。船政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创办这种前所未有的工业，首先依靠熟悉外国情形的外国人员，不足奇怪。
这成为日后成功创办船政的重要因素。
当然，日意格功不可没。
采访赵君尧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他当时首先到法国争取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然后他上书给法国拿破仑三世，还争取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在皇帝接见他的时候，他当面向皇帝陈述了帮助中国建立船厂对法国的利益。由于这样的努力，取得法国政府的支持，所以当时法国就同意日意格以官方的身份参加中国船政的建设，并派出技术人员，出口机器设备。这对刚刚兴建的行业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的支持。
这位安静地坐在日意格腿上的大约5岁的小女孩，是日意格的独生女。
公元1873年，38岁的日意格回到法国公干并在家乡结了婚。婚后，日意格带着妻子回到马尾，不久妻子怀孕了。就在两人欣喜地等待新生命诞生时，妻子却因为难产导致出血过多，再也没有醒过来。悲伤的日意格将妻子安葬在福州。 
从此，这位法国军官及后人与福州、与马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送来照片的魏延年先生受日意格后人的委托，希望还能够在福州找到先祖具体的安葬地。
筹备工作已经拉开帷幕，左宗棠一面与日意格选定在马尾山后设厂，命令日意格前往上海与可靠的中外商人商定承包建筑工程，一面与日意格本人议定合同，商讨雇佣洋员购买机器事宜。这些事宜的实际操作，左宗棠交给了自己一直以来都器重的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著名红顶商人，生于公元1823年。太平军攻下杭州后，胡雪岩开始投靠左宗棠，凭借多年从商经验，胡雪岩积极地为左宗棠筹饷运粮，出谋献策，成为左宗棠的专职理财专家。

在处理这些洋务之前，胡雪岩已经协助左宗棠筹措办厂资金。根据开办船厂的预算和筹款计划，船厂的开办经费需要30万两白银，材料、工资每年需要60至70万两的白银，这么一大笔而且需年年支付的经费该从何而来呢？
胡雪岩提出让东南五大海关担负部分费用，同时向外国贷款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得到左宗棠的认可。左宗棠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名义上奏贷款，获得朝廷的批准，自此，创办船政有了第一桶金。

采访沈岩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他更多的还是在经济上，在筹集资金方面给船政一些支持。比如在沈葆桢任船政大臣的时候，闽海关有时候银两提不出来，就先在胡雪岩富康钱庄里面先提取银两来用，等闽海关拨款过来时再还回去。船政没有很大的银库，政府拨来的钱就放在胡雪岩的富康钱庄里，要用的时候，再到那边提出来。

在日意格的努力下，这些洋员洋匠陆续来到马尾。如何分配和管理这些洋人，是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难题。 
老谋深算的胡雪岩提出了一个锦囊妙计，他建议请当时的“工业大哥”法国人来帮助造船，但是为了不让法国人独揽一切，又建议聘请英国人来教轮船驾驶，这就形成了福州船政由法国人教造船、英国人教驾驶的历史。

此时的日意格，被左宗棠任命为船政提调。
据日意格编制的《福州船政局》一书中统计，公元1867年10月至1868年底，共有75名洋员洋匠来到中国马尾。马尾船政一度成为全国洋务工厂中聘用外国人数量最多的一所工厂。那么，这些洋员洋匠来到这里主要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左宗棠十分重视与洋员签订合同，虽然这种契约制度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采访赵君尧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合同中间，除开有聘期、有合同任务，还有生活待遇、奖励、辞退的条例，合同里面都有体现。
   公元1866年9月，在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拟定的合约中，胡雪岩提出必须在合约上写明船政的主权属于中国，外国员工来华工作是受雇佣的，要服从中国上一级官员的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雪岩的这条约定对船政的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访赵君尧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0217在当时中国国事日衰、主权屡招侵犯、外交不是那么独立的情况下，还能把双方的权力义务体现出来，尤其在合同当中明确提出权自我操的主权意识，这份合同在当时来看，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合同有这样的约束，在船政创立之初避免了什么事呢？我们所雇佣的这些洋人可能会利用中国跟外国签订的条约来不服从管理，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

19世纪初的工厂里，中国工人和几十名洋人一起工作，这种现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既要依靠洋人的帮助进行机器大生产，又要小心防止支配船政局。左宗棠和沈葆桢可谓是绞尽脑汁。
这是船政中外员工的薪水对照表。按合同规定，所有外国技术人员必须听命于中国官员。为了安抚外国技术人员，避免产生他们造成的不服管束的情况，左宗棠采取了高薪聘请的政策。身为船政正监督的日意格在中国享受优厚的待遇，他每月薪金1000两白银，这个水平比当时的巡抚多出约170两，比船政大臣沈葆桢多出400两。 
清政府希望通过高薪水获得高效率的回报。在与洋员洋匠签订的合同中，规定：自船厂开办之日起以5年为限，“五年限满”无事，中国员匠果能自行按图监造轮船，学成船主，并能仿造铁厂家伙，中另有加奖银6万两。”这些对于来中国的欧洲工人，包括日意格本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日意格在寄给法国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曾提到：“我手下的人将收到允诺的44法郎的奖金，而我自己可得到20万法郎的奖金，且只要皇上高兴，我还能得到新的封赏。这是份满不错的交易。”
为此，身为船政洋监督的日意格还立下保约：“自铁厂开工之日起，扣至5年，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会添造一切造船家伙，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
采访赵君尧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日意格帮船厂去法国雇了一批洋匠来华工作，就按照他立的保约，包教包会，很快在船政创办一年多的时间，船政制造出第一艘的轮船万年清号，客观上说日意格在船政创办期间立下汗马功劳，取得巨大成绩。 所以5年期满后，清政府奖励给日意格20万法郎，并授给他一等男爵。
通过外方包建引进技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类超凡脱俗之举冒有一定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左宗棠与法人日意格签订合同前，英国和法国各方面听到消息后，都想出面干涉。

公元1866年，当左宗棠把创办船政计划告诉英国方面时，英国竟然提出抗议。他们认为造船会造成物力、财力的浪费，还是买船省事。此外，他们抓住当时清政府不肯花钱办近代工业的心理，大肆制造反对造船的舆论，企图阻扰船政的创办。但是，当左宗棠不顾重重阻力，决心建立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近代造船厂的时候，英国又企图控制这个造船厂。这一年年底，日意格将左宗棠决心办厂的计划转告给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时，赫德当即提出，造船计划应该在“海关的保护下进行” 。此时的日意格还是赫德的下属，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居心叵测的建议，并转告左宗棠。

一贯对英国没有好感的左宗棠，当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不死心的赫德指使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活动。美理登是在外交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在担任税务司之前，他曾经是一名中文翻译。美理登与日意格相识多年，曾赞许日意格是一个有能力的和高尚的人。然而在此刻，他却成为日意格最有力的对手。
公元1867年2月，美理登开始了他夺取船政控制权的各种活动。他一面写信对日意格的工作肆意造谣，另一面向当时的福州将军英桂递交《议试造轮船有欠妥协》的信件，希望通过影响实权派人物，使船厂停办或让自己插足。

不久，在英桂给清政府的奏折里，宣告美理登计划的破产。在奏折中，英桂提出，美理登在信件中所提的内容，名义上是在为中国节省经费，实际则是暗中阻扰。
合约签订不久后，也就是公元1866年11月，时年54岁的左宗棠终于放心地北上任职，沈葆桢正式接管船政，成为中国首任的船政大臣。
采访卢美松 福建省文史馆馆长

左宗棠绝对是有理想有远见的人，他对事情的考虑都非常周密，所以一接到朝廷圣旨的时候，他首先就考虑一替代人选，二怎么样抓紧布局。3716另外他也利用他在朝中的威望和地位要说服皇帝，止住反对派意见，因为光靠沈葆桢肯定不行。3733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作了周密的安排，稳住了这边开建福建船政，这样一个格局，后来沈葆桢接受才能继续下去。 
就在左宗棠离任之前，关于后继的船政领导班子，他还是给出了具体的任免意见。左宗棠曾上奏：“臣所知闽浙官绅中有裨船政之员，丞宜咨送沈葆桢差遣。如候选同知黄维煊…又五品军功贝锦泉…应请旨破格录用，以都司留于福建水师尽先即补……”

另外，根据黄维煊《怡善堂剩稿》记载，“初，左公奏派之员为周寿山、吴桐云、夏筱涛、胡雪岩、叶清渠诸观察，李太守庆霖暨余七人。”周寿山指的是周开锡，吴桐云是吴大廷，夏筱涛就是夏献纶。后来，沈葆桢基本上按照左宗棠的推荐，组成了船政的管理机构。
采访沈岩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0929：沈葆桢手下的一些助手都是左宗棠推荐的，推荐他都采纳，包括胡雪岩、吴大廷这些，都是原先推荐，包括日意格、德克碑都是他们推荐的，来了以后他们认真按照要求来做。
左宗棠为什么选择这些人成为沈葆桢的左右手呢？
这是中国第一部实测航行图集《皇朝沿海图说》。公元1866年，为了熟悉海上交通路线，左宗棠议创福建船政时，邀请黄维煊赴沿海各口“察形胜之险要，测沙水之浅深”。于是，黄维煊“乃西之汉口，东之上海，南至香港、台湾，北之今天的辽宁南部及沿海岛门港汊，凡山川之险夷、沙礁之浅深、潮汐之大小，绘图详说”。

 黄维煊回来后向沈葆桢表达了将其所见、所测“梗概而列之图”的想法，得到沈葆桢的大力支持。绘图工作在黄维煊的主持下展开。经过5年的努力，至公元1872年年12月定稿。

参与《皇朝沿海图说》绘图工作的，还有当时福建船政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的管带贝锦泉。
他们的共同点是熟悉洋务，这也是左宗棠极力举荐的原因所在。
公元1866年至1874年期间，在沈葆桢的领导下，福建船政共造蒸汽兵轮15艘，这些兵轮的吨位和航速都超过了设计的标准。当时来参观福建船政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无论是在金属和木料加工方面，还是在制图、装配和技术调度方面，船政各车间的生产技能和纪律都达到了高水平。

公元1873年12月，离首批洋员洋匠任职到期的日子很近了。这时的中国船政在这些外国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轮机。根据所签合同，船政大臣沈葆桢向清政府提出奏请，请求清政府奖励教导有功的洋员洋匠。这些奖章就是清政府为表彰船政首批外国专家而特意制作和颁发的。

这是首批洋员洋匠为感谢日意格，5年合约期满回国后合资制作的一件纪念品。纪念品上清晰地刻着50位洋员洋匠的姓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蒸汽机为驱动的舰船蜂拥而至，敲开了大清帝国的海上门户，持续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在国家内部积聚着变革的能量。此时，以沈葆桢为核心领导的中国船政也在努力地追逐西方的步伐。
19世纪，世界造船业已经从木船、铁木合构船向铁甲船和钢质船过渡，19世纪60年代后铁甲舰已成为西方海军的主力舰。身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格外关注西方铁甲舰的发展动向，公元1874年沈葆桢赴台巡视，无意中听说日本竟也有铁甲舰，这让他深深地感觉到来自东亚的威胁。

台湾巡视归来后，沈葆桢立即向清廷申请购置铁甲船，他提出“铁甲船实非兵轮所能敌”，“御夷于海此器必不可少”。然而，这个要求被当时的海军主帅李鸿章以无经费为理由拒绝。

李鸿章或许没有想到，他的拒绝让清政府在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公元1884年8月23日，以观光名义入驻马尾罗星塔附近的法国军舰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进攻，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不敢抵抗，福建水师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11艘兵舰全被击毁，海战不到1小时，福建水师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这就是历史上的中法马江海战。

在这场海战中，中国就是因为无铁甲船而遭致福建水师的木壳船队全军覆没。后来上任的船政大臣裴荫森，在此刻才深深领会之前沈葆桢所说的铁甲船的重要性。

公元1885年1月，为纪念在马江海战中殉难的796位官兵，裴荫森奉旨在马限山南麓修建昭忠祠。时隔100多年，经过重修的昭忠祠成为马江海战纪念馆。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人们了解马江海战和中国船政史的重要缩影。
 不久，在裴荫森的主持下，福建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钢甲舰“平远”号，这比沈葆桢提出要购置铁甲船已经迟了整整10年。

血雨腥风的1884年，将船政带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是，在这场浩劫之后，清政府更加重视沿海海防，同时开始筹组当时亚洲最大的舰队北洋水师。 船政正不断吸取着来自各方的新血液，历史的灾难和机遇同时降临。
